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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探讨经济发展过程中 ,劳动份额在初次分配中演变的一般规律 ,

以及当前导致中国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不断下降的结构性因素。本文发现 ,在世界各国

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在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变化趋势呈现 U 型规律 ,即劳动份额先下

降后上升 ,转折点约为人均 GDP6000 美元 (2000 年购买力平价) 。本文提出了一个解释该

U 型规律的理论模型。这一发现为库兹涅茨“倒 U 曲线假说”提供了更深层次的解释。本

文还发现 ,中国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变动趋势是基本符合这一规律的。此外 ,影响我国

劳动份额的因素还包括产业结构以及劳动者相对谈判能力的变化。这些发现意味着 ,中

国经济未来两年左右在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可能进入上升通道 ,中央政府为应对世界性

金融危机而采取一些政策性、结构性调整则有助于加快这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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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形成三大板块 ,即劳动者报酬、资本所得和政府对生产环节直接征取的

税赋。初次分配的格局 ,即三大利益主体的分享比例及相互关系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其主要

原因如下。

首先 ,初次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最终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在一个经济体中 ,如

果大部分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收入由资本所有者获得 ,这难免导致社会最终分配的不均 ;相反 ,如

果初次分配中大部分的收入由劳动者所有 ,或者由自营者 (自我雇佣者)获得 ,这样的经济体其基尼

系数就不会太高 ;再者 ,政府在初次分配中分享比重过高 ,意味着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较大。

其次 ,从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探讨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是一个长久的话题。为此 ,我们也必须高

度关注初次分配。例如 ,一国经济中劳动所得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较低 ,意味着该国投资

比重较高。一般说来 ,劳动所得用于消费的边际倾向要远远高于资本所得 ,而资本所有者大部分也

是投资者 ,他们的投资倾向会明显超过劳动者。因此 ,初次分配的格局将直接决定一国经济的未来

发展模式。

再次 ,初次分配反映了一国经济的一些深层次的微观行为的特点。例如 ,在微观行为由政府主

导的情况下 ,政府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就比较高 ;如果一个经济生产过程中主要的决定因素是

资本 ,那么资本所有者在这生产中相应的决策权和获得收益的能力就比较强 ,这反映在国民收入初

次分配的比例上 ,资本所有者会得到较大的份额 ;当然 ,在一个劳工力量较强的社会 (这通常由于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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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短缺或者工会力量强大) ,劳动者就会在初次分配中享有更大的份额。

以上我们仅仅是在一般意义上给出研究这一分配关系的重要性。事实上 ,对于当今的我国经

济 ,研究这一问题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逐渐扩大的收入差距 ,不断攀升的投资规模 ,以及消

费不足等都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格局密切相关。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乃至三次分配虽然对宏观

经济的调控至关重要 ,但是将初次分配中的问题 ,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难题推到二次甚至三次分配

中去解决 ,在实践中困难重重。例如 ,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降低收入差距会受到避税行为的困扰 ,

从而征税成本提高 ;再比如 ,长期以来消费比重下降 ,投资比重逐步上升可以说是困扰中国经济持

续发展的一个难题 ,劳动份额稳步上升 ,对于提高消费的比重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提高我国的

消费比重不仅能降低投资率 ,提高投资效率 ,也有助于缓解长期以来过度储蓄所带来的困惑 (贸易

顺差和外汇储备增加) 。总之 ,关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对研究中国经济当前的形势和未来走势具有

非常现实的意义 ,经济学对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二、已有的研究文献

古典经济学家曾把分配问题视为经济理论的核心部分 ,而新古典经济学家继承了古典经济学

家从生产要素角度研究分配规律的传统 ,发展了已经成为经济学教科书基本组成部分的生产要素

分配理论。在 20 世纪 50 年代 ,收入分配研究的重心转向个人收入分配理论 ,即从国民收入在工资

利润间的分配转向用基尼系数描述个体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但本文关注的重点并不在居民间

收入分配平等与否 ,而是关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和资本间的分配关系 ,因此将不对如库兹涅茨曲

线一类的针对个体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进行分析。

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问题上 ,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有不同的理论性解释。经典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强调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 ,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 ,国民收入在劳动者和资本之间分配时所依据的规律是 :劳动者根据

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成本 (cost of reproduction)得到工资 ,剩余部分则成为利润被资本所得 (马克

思 ,1867) 。在这里 ,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早期古典经济学的“生存工资”理论 (斯密 ,1776 ;李

嘉图 ,1817) 。

上个世纪 40 年代之后兴起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研究比较强调宏观经济指标的微观基础 ,

Marshall 重新定义边际生产力为边际净产出 (marginal net productivity)并建立了以均衡价格理论为核

心的收入分配理论。而 Marshall 的收入分配理论是短期内的概念 ,把利润看作是使用投入品进行

生产获得的“准地租”,规避了对资本的衡量。在 Marshall 的模型中 ,价格由边际最初成本 (marginal

prime cost)决定 ,利润是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的差值 ,而就整体经济而言最初成本是人力成本 (就整

体经济而言原材料成本是抵消的) ,因此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分配依赖于劳动力的回报率。总体来

说 ,从微观行为上看 ,一个企业劳动所得占产出的比重应该与该企业生产技术中劳动的弹性基本相

同。这一理论的基础是企业利润极大化的假设 ,从这一简单理论可推知 ,在整体国民经济中 ,劳动

者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取决于该经济的产业结构 ,初次分配中的劳动份额会随经济结构而变。

对于劳动者的谈判能力 ,马克思很早就有所提及 :其重要推论之一是劳动阶层的生存条件逐步

变得恶劣 (the immiseriz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工资占产出的比重将随着人均产出增加逐步下降。在

这种框架中 ,只有假设工人的谈判能力由于工会力量的加强不断提升 ,劳动收入比重才能保持不

变。制度经济学派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派更多地强调劳动工资以及资本所得背后的制度因素 ,劳动

工资率的高低在制度经济学研究中不仅取决于市场的供求关系 ,也取决于劳动者相对的谈判能力 ,

在谈判能力强的经济体中 ,劳动工资率就比较高 ,因此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就比较高。制度

学派的推论是政治社会体制演变决定初次分配格局 ,例如 Kalleberg 等 (1984) 和 Henley (1987) 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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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资关系的角度研究了分配格局。Blanchard 和 Giavazzi (2003) 从劳动与资本的谈判机制角度 ,讨

论了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竞争 ,并建立了一般均衡模型来讨论两种市场都存在管制的条件下 ,劳动

力份额的决定因素 ,他们发现劳动力份额的变化方向由纳什谈判权重和原要素份额的相对水平决

定。近年来关于全球化冲击对劳动份额的影响还有很多研究 ,例如 Diwan (1999) 探讨了劳动份额

和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 ,发现一国发生金融危机之后 ,劳动份额大多降低 ,这表明金融危机的社会

损失更多地由劳动者承担了。在经济周期和劳动份额的关系的研究上 ,Giammarioli (2002) 研究了欧

洲和美国 20 世纪 60 —90 年代的劳动份额 ,发现了欧洲各国劳动份额的反周期特征。

关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经验研究中 ,Blanchard (1997)发现 ,劳动份额至少在中期

内不是一个常数 ,包括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欧洲大陆国家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资本收入

在 GDP 中的份额一直处于增长的趋势 ,但包括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盎格鲁 - 萨克森地区 ,则没有

表现出这种明显的趋势 ;Hofman (2001)发现上世纪 50 —90 年代 ,拉丁美洲国家劳动份额在 50 年间

呈下降趋势 ;Bentolila 和 Saint2Paul (2003) 计算了 13 个 OECD 国家 1970 —1993 年的劳动份额 ,发现

很多发达国家劳动份额在长期内略有波动但变化趋势不一致 ,而且变化并没有使各国的劳动份额

趋同 ,例如芬兰、瑞典等国的劳动份额约为 72 % ,而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则约为 62 % ; Shastri 和

Murthy(2005)研究发现印度工业中工资份额 1973 —1997 年间下降了 19 个百分点 ,并指出这主要是

产业技术变迁和低工资产业比重增加共同作用的结果 ; Gollin (2002) 收集了联合国国民经济收入分

配的数据并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他把自营收入 (自我雇佣的个体劳动者)纳入劳动所得 ,认为劳动份

额的变化是由于自营收入没有被统计 ,劳动份额在长期内是保持不变的 ,但由于自营收入的数据十

分有限 ,Gollin (2002)的再调整仅涉及少数国家 ,所能保留的样本量非常少。而本文为了保留更多

的样本 ,采用了另外一种更有普遍意义的调整方式 ,将以自营收入为主的农业收入计为劳动份额 ,

这样的调整可以保留大量的有效样本 ,有利于取得较为全面客观的实证结果。同时 , Harrison

(2002)也对 Gollin (2002)通过小样本国家数据得出的结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通过对 1960 —1997 年

更多劳动份额数据点的研究 , Harrison 发现即使调整了自营收入 ,劳动份额也并不为常数 ;同时

Harrison(2002)的一个重要的发现是 ,在这 30 多年间 ,劳动份额在穷国下降 ,在富国上升 ,这个发现

同我们的发现是趋于一致的。

围绕着初次分配问题 ,国内的学者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一般性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着公平与效

率的关系展开的 ,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持这一主张的学者提出

了“初次分配关注效率、再分配侧重公平”的政策建议 (周为民、卢中原 ,1986) 。这一观点曾得到官

方的认可。例如 ,1993 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但是 ,也有学者认为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只适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段时期 ,收入分配不应该首先起激励

作用 (刘国光 ,2005)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作为收入分配原则 ,混淆了生产者

行为和政府行为。效率和公平分别是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两种不同领域的原则 ,不存在谁优先和

兼顾谁的逻辑关系。公平是相对的 ,政府的责任是控制分配的不公平程度 (贺铿 ,2006) 。

国内在经验研究的层面上 ,尽管存在比较详尽的针对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的收入分配的研究 ,

如李实 (2000) 、李实等 (2005) 、徐现祥和王海港 (2008) 等 ,但关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

研究文献还是比较少的。戴园晨和黎汉明 (1988)在对宏观上及各行业的工资的制定方式进行分析

之后 ,发现个人可支配收入膨胀正在发展 ,生产成本中工资含量上升 ,从而经济效益难以提高 ,于是

得出了“工资侵蚀利润”的结论。对于这一说法 ,唐宗　 (1995) 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在对国有企

业净产值基本流向的微观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 ,他发现资本所得的减少并非由于工资侵蚀了利润 ,

而是由于利息份额的上升。同时 ,唐宗　指出 ,在国有企业借入资金依赖国家银行的情况下 ,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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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的上升就是国家在初次分配中份额的加大。杨瑞龙 (1998) 从产权理论出发 ,对“工资侵蚀利

润”的理论提出了质疑 ,认为工资与利润的对立并非有效率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必要条件。李扬、殷

剑峰 (2007)对 1992 —2003 年我国居民、政府、企业三个部门的储蓄率进行了比较 ,发现居民部门储

蓄率呈长期稳步下降趋势 ,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份额持续下降 ,则主要由劳动

报酬和财产收入比重的双下降所致。其中 ,居民劳动报酬的相对减少 ,主要由于企业部门支付的劳

动报酬相对下降 ;并且居民财产收入的下降和从企业获得的劳动报酬的相对减少 ,表明居民收入中

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部分被转移为企业部门的利润和政府的收入。徐现祥和王海港 (2008) 对于我国

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收入两级分化的成因进行了分析 ,发现我国劳动收入分布不断向右平移 ,逐步呈

现双峰分布 ,这主要是由劳动贡献分配标准在产业间的差异造成的。白重恩等 (2008) 针对中国工

业部门要素分配进行了测算 ,认为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产品市场垄断增加和

国有部门改制引起劳动力市场环境改变 ,并同时指出 2004 年之后劳动份额的下降有一部分是由统

计原因造成的。世界银行对于这一问题也非常关注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 Kouji (2005) 对中国经济中

利润占 GDP 的比重进行了分析 ,他的结论是中国经济中利润占 GDP 的比重过高 ,因此他给出的政

策建议是 ,企业 (指国有企业)应该多向国家分红 ,以此减少投资过多的倾向。

以上文献回顾显示 ,以往国内经验研究的重点是劳动份额的提高是否过快 ,是否侵占了国有企

业利润以及是否侵占了国家收入等问题 ,而且经验研究的对象是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及 90 年代初

国有企业改革中企业的行为。今天中国经济的基本格局由于民营企业的大量进入以及国有企业改

制的大规模推广 ,已经大有不同。显然 ,劳动收入侵蚀利润的结论需要进一步分析。而且 ,无论是

国外的文献 ,还是国内的研究 ,所缺乏的均是较为系统的经济计量分析 ,特别缺少的是对初次分配

中劳动份额演变的一般规律的研究。

我们的研究力图弥补这些文献的不足 ,本文希望对相关研究做出三点贡献 :第一是要描述我国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基本情况以及与其他国家相比所体现出的特点 ;第二是通过建立

数理分析模型及关于跨国数据的计量分析模型 ,探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一般规律 ;第三是通过对

我国微观的企业数据的分析 ,揭示现阶段影响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若干微观因素。

三、基本数据的统计描述

图 1 的分省统计可能存在一些分量与总量的问题 ,但相对于国民经济核算的其他两个方法 :投

入产出法和资金流量表来说 ,省际收入统计的方法具有数据的连续性和利于技术分析的特点。钱

震杰 (2008)对三种统计方法进行了详细分析 ,认为省际收入法是我国国民收入分配较好的代理变

图 1 　劳动收入比重( 1990 —2006 年)

　　注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收入法各省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得出

劳动份额。

量 ,能正确反映出各要素份额的变化趋势。

尤其考虑到省际投入法同国际惯例 (我们下

文中所引用的联合国数据)的口径是一致的 ,

我们用省际数据的加总来表示全国总体劳动

收入比重的发展趋势。2005 年的数据我们

仍然按照 GDP 调整前的比重来计算。由于

2004 年经济普查进行的调整仅仅是对 GDP

总量的调整而没有对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各

项进行调整 ,因此我们只能按照经济普查前

的数据进行分析。从全国的数据分析来看 ,

在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从 1992 年开始到

1996 年略有上升 ,然后逐步下降。可以说从中国宏观经济数据来看 ,劳动所得的比重在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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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代中期以后是逐步下降的。①

　表 1 不同国家平均劳动份额比重 (1960 —2005 年)

国家 人均 GDP 国家 人均 GDP 国家 人均 GDP

布隆迪 105 博茨瓦纳 2993 瑞典 27012

塞拉利昂 141 南非 3020 丹麦 29630

尼日尔 153 牙买加 3100 冰岛 29920

乍得湖 169 立陶宛 3252 瑞士 34249

莫桑比亚 211 拉脱维亚 3257 美国 34599

卢旺达 226 巴西 3461 挪威 37164

布基纳法索 230 毛里求斯 3727 日本 37408

多哥 248 斯洛伐克 3752 卢森堡 44757

平均劳动份额比重 0. 60 0. 51 0. 59

　　　数据来源 : GDP 数据出自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数据库 ,以 2000 年为准。表格中

的 24 个国家是全部 122 个国家中 ,人均 GDP 最高、最低和中间的各 8 个国家。

　表 2 世界各国劳动者平均收入比重 (1960 —2005 年)

国家
原始劳动

收入比重

调整后的

劳动收入比重
国家

原始劳动

收入比重

调整后的

劳动收入比重

澳大利亚 0. 50 0. 56 新西兰 0. 48 0. 59

玻利维亚 0. 35 0. 54 俄罗斯 0. 46 0. 52

喀麦隆 0. 31 0. 60 美国 0. 58 0. 61

加拿大 0. 54 0. 58 拉脱维亚 0. 43 0. 49

中国 0. 33 0. 52 波兰 0. 43 0. 48

智利 0. 37 0. 45 罗马尼亚 0. 38 0. 55

西班牙 0. 48 0. 55 南非 0. 52 0. 57

捷克 0. 42 0. 46 泰国 0. 25 0. 42

丹麦 0. 54 0. 59 瑞典 0. 58 0. 61

洪都拉斯 0. 43 0. 64 瑞士 0. 53 0. 61

日本 0. 53 0. 56 马来西亚 0. 37 0. 51

韩国 0. 40 0. 54 突尼斯 0. 37 0. 50

　　　数据来源 :UN 数据库。由于篇幅有限 ,无法列举 122 个国家 ,我们仅随机选用 24 个国家

作为代表进行数据描述。表中数据为该国各年份可得数据平均值 ,有些国家覆盖年份不全。

我们将中国的劳动份额

与其他各国也进行了比较。

联合国在统计数据中发布了

各国或地区的国民收入分配

的情况 ,从中我们收集到一

些国家 1960 —2005 年的国

民收入初次分配情况 , ②

(见表 1) 。联合国数据的统

计口径与我国的统计口径略

有不同 ,联合国的数据没有

考虑自我雇佣者的收入 ,而

我国的统计数据将自我雇佣

者的收入完全纳入劳动所

得。为了使数据统一 ,在计

量分析的过程中 ,我们对原

始劳动份额进行了调整 ,将

农业自我雇佣收入纳入劳动

份额 ,使中国数据和世界数

据具有可比性。③

从表 1 来看 ,世界各国的

劳动份额在各国之间的差异

是比较大的 ,劳动份额同经济

发展水平相对照 ,表现出先下

降后上升的关系 ,在经济发展

水平较低和较高的国家 ,劳动

份额比较高 ,而中间水平的国

家比较低。表 2 是包括我国

在内的 24 个国家劳动份额的

描述 ,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劳动份额处于较低的水平 ,尤其是与发达国家相比。

为了获得经济发展与初次分配之间更加直观的认识 ,我们进一步画出 122 个国家或地区的人

均 GDP 与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散点图 (我们分别做出了对劳动份额进行 logistic 变换前后的散点

图 ,关于 logistic 变换 ,详见后面的 512 节) ,并通过计量软件做出散点拟和线 ,如图 2 所示。通过图 2

可以发现 ,log 人均 GDP 与劳动份额之间存在着开口向上的抛物线关系 ,也就是经济发展水平同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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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尽管可以得到一些国家的混合收入的数据 ,但由于可以获得的数据量相对太少 ,为了保持原有数据的大样本特点 ,我们

做了较有普遍意义的调整。

雇员报酬数据来自联合国统计数据库 ,包括 121 个国家或地区 ,年份跨度为 1960 年至 2005 年 ,部分国家或地区的数据没

有覆盖全部年份。

国家统计局没有发布 1990 年以前的初次分配的数据。尽管可能从其他途径推算出中国 1990 年前的初次分配数据 ,但是

由于口径的不同 , 这样的推算无法成为时间序列研究的基础。1990 年之后我国统一了初次分配的口径 ,口径在后续年间可能由于

经济普查略有变化 ,但不足以解释劳动收入比重的下降。2005 年及 2006 年的数据下降加速可能有统计口径变化上的原因。



图 2 　log 人均 GDP与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比重的关系

动份额之间存在着正 U 型关

系。

这种正 U 型关系在个案

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 ,例如英

国。自 1856 年以来英国劳动

份额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高

走低 ,又在震荡中逐步走高的

过程。自有统计的 1856 年开

始 ,劳动份额在逐步下降 ,直

至 1871 年第一次工业革命结

束 ,然后又缓慢上升逐步平稳

至 1913 年 ,在这之后尽管随

图 3 　我国省际劳动份额与 log 人均 GDP之间的关系

着经济周期有所震荡 ,仍保持着

震荡攀升的长期趋势 ,详细请见

Matthews 等 (1982) 。

接下来我们对中国省际国

民收入初次分配状况进行分析。

由于中国统计体系的约束 ,我们

仅限于《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

的分析。图3给出了我国省际劳

动份额与log 人均 GDP之间的关

系 ,并做出计量拟和线。

从中国的省际数据看到 ,目

图 4 　分行业劳动收入比重及变化

前我国的劳动份额与国际趋势非常吻合。人均

GDP较低的省份 ,劳动份额较高。如果近似把

我国的每个省当作一个较为独立的经济体 ,则

我国可能还处于U型曲线的左半支 ,这也符合

Harrison(2002)中所提及的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的国家近年来的劳动份额在下降。

在微观层面上 ,我们运用 2005 年中国社

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企业数据调查问卷

2000 —2004》,计算了样本数据中四个主要行

业的劳动收入占企业增加值的比重 (见图 4 ①) 。

从图 4 中我们可以看到 ,化工行业之外的绝大多数行业 ,2004 年的劳动份额比 2000 年有所降

低。同时 ,将样本企业中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分开 ,得到图 5。

在对跨国数据、省际数据和微观数据的描述中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结论 :中国经济初次分

配中劳动份额低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 以log人均GDP为横轴 ,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呈现 U 型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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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所用数据来源于 2005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针对我国工业企业设计的《企业数据调查问卷 2000 —2004》,样本所

涵盖的地区包括成都、沈阳、郑州、无锡和江门 5 个城市 ,年度为 2000 年至 2004 年 5 年时间。主要分为纺织、化工、机械、电子四大

类行业。除去个别数据不完整的样本 ,最终采用了含 892 家企业的 3787 个样本点。收入比重由笔者计算。



图 5 　国有与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占附加值的比重

中国经济各省比较 ,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与

各省人均GDP负相关 ;微观工业企业劳动份

额近年来逐年下降 ,其中非国有企业劳动份

额较国有企业略高。

四、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计量经济学分析

411 　劳动份额数理模型

为了对劳动份额演变的趋势做理论分析 ,我们以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为背景 ,建立了一个二

元经济中劳动力转移的数理模型 ,分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当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

移时 ,劳动份额在整体经济中的变化情况。

假设经济中有两种生产方式 ,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 ,农业生产的生产函数为 YA = AAL
α

A
A , 工业

生产的生产函数为 YI = A IL
α

I
I K

1-α
I

I , 其中 LA + L I = 1 ,A I > AA 。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 ,劳动力不断由农业部门 LA 向工业部门 L I 转移 ,这一过程中 ,由于工

资传导机制中的摩擦 ,工业部门中的工人拿到的是农业的工资 ,即工业工人的工资水平没有达到其

边际产出。这种状态将一直维持到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等于工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

率 ,在这期间总产出 Y 将随着劳动力的转移保持上升趋势。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农业个体劳动者

的工资为 wA =αAAAL
α

A
- 1

A ,全社会的总产出为 Y = YA + YI = AAL
α

A
A + A IL

α
I

I K
1 - α

I
I 。由于这一过程中工

业部门的工资等于农业部门 ,所以全社会劳动工资总额为

w = wA ( LA + L i ) = αAAAL
α

A
- 1

A (LA + L I ) = αAAAL
α

A
- 1

A 3 1 = αAAAL
α

A
- 1

A

　　此时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劳动份额为 S =
w
Y

=
αAAAL

α
A

- 1
A

AAL
α

A
A + A IL

α
i

I K
1-α

I
I

。

　　为了更加简明 ,假设工业部门相对农业部门的生产率提高为 A = A IΠAA ,则国民收入分配中的

总劳动份额简化为 S =
w
Y

=
αAL

α
A

- 1
A

L
α

A
A + AL

α
I

I K
1-α

I
I

。

　　在劳动力不断由农业部门 LA 向工业部门L I 转移的过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劳动份额 S 在不

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变化趋势 ,我们将其区别为三个阶段 :

1)劳动力转移初期 :劳动力不断由 LA 向L I 转移的第一阶段 ,劳动工资 w 上升 ,农业产出 YA 下

降 ,而工业产出 YI 上升。由于在劳动力转移的初期 ,工业劳动力 L I 具有很高的边际产出 ,因此工

业产出 YI 的上升速度要大于农业产出 YA 的下降速度和工资 w 的上升速度 ,即总产出 Y 的上升速

度要大于工资 w 的上升速度 : Y′ΠY > w′Πw。

2)劳动力转移中期 :当劳动力进一步转移 ,工业劳动力 L I 的边际产出下降 ,工业产出 YI 的上

升速度减缓 ,而随着农业劳动力 LA 不断转移 ,LA 的边际产出不断上升 ,工资 w 的上升速度加快 ,

总产出 Y 的上升速度减慢 ,两者逐渐趋于一致 ,当 Y′ΠY = w′Πw 时 ,劳动份额 S 达到最低点。

3)劳动力转移末期 :随着 L I 的边际产出继续下降导致 YI 的上升速度减慢 ,而 LA 的边际产出

上升速度加快带来工资 w 的上升速度加快 ,当 Y′ΠY < w′Πw ,劳动份额 S 不断上升 ,直到 L I 的边际

产出与LA 的边际产出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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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在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转移的过程中 ,劳动份额 S 经历了一个先下降

后上升的过程 ,由于总产出 Y 不断上升 ,所以劳动份额与人均产出呈正 U 型关系 (见图 6) 。

图 6 　劳动转移过程中的劳动份额比重变化

同时 ,U 型的最低点同各种参数的变化

也有密切关系。

U型最低点的左右移动 :U 型最低点随

着工业部门相对农业部门的生产率 A ,工业

部门的总资本 K的提高而不断左移 ,这意味

着当工业部门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和资本量

时 ,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以及劳动份额达到最

低点的过程将更长。U 型最低点的上下移

动 :U 型最低点随着工业部门相对农业部门

的生产率 A ,工业部门的总资本 K 的提高而

不断下移 ,当工业部门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和

资本量时 ,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劳动份额的下

降将更为显著 (见图 7) 。

图 7 　劳动份额比重最低点的变化

由数理模型得出的推论总结如下 : ①

推论 1 : 随着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工业

部门转移 ,总产出不断上升 ,劳动份额先下降

后上升 ,劳动份额随人均产出增加呈正 U 型

变化规律。

推论 2 : 随着劳动力的不断转移 ,农业的

劳动边际产出不断上升而工业的劳动边际产

出不断下降 ,当二者相等时劳动力停止转移 ,

而劳动份额的最低点出现在劳动力停止转移

之前。

推论 3 : 当工业部门的相对效率和总资

本提高的时候 ,将有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部

门向工业部门转移 ,同时在此过程中劳动份额所达到的 U 型最低点也会更低 ,即劳动力转移时间

将延长 ,劳动份额的下降也更明显。

基本数据的描述与我们的数理模型一致 ,多数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 ,

劳动份额比较低。从英国的长期数据来看 ,在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 ,英国的劳动份额不断下

降 ,直至第一次工业革命基本完成 ,而在此之后虽然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经济周期的影响 ,劳

动份额出现震荡 ,但保持了长期趋势的上升。这些数据都与我们的模型推论保持一致。

412 　基于跨国数据的分析

在数理模型的基础上 ,我们进一步应用跨国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初次分配中的劳动份额在世

界各国之间有着怎样的规律呢 ? 下面我们试图通过运用跨国数据进行一些系统的计量经济分析。

根据前面的统计描述和数理模型 ,第一 ,我们推测各国劳动份额首先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 ,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 ,资本在逐步地替代劳动力 ,因此资本所得比较高 ,而劳动份额是下降的。但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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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模型的具体数理推导过程见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 ,2008 :《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 U 型演变规律研究》,清华大学中国与

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



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特别是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后 ,劳动所得的比重会逐渐上升 ,在经济发展水平与

劳动份额之间存在 U 型关系 ,体现在计量回归结果 (1) 中。第二个推测是一国经济的投资率与劳

动所得相关 ,当一国经济投资率比较高的时候 ,这一般也是资本回报率比较高的时候 ,或者说资本

的作用比较大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 ,资本所得比重应该比较高 ,而劳动所得比重比较低。第三个

推测是 ,经济结构对劳动份额有直接影响 ,当经济结构偏重于服务业或者农业时 ,劳动份额比较高 ,

而当经济结构偏向重工业或制造业时 ,劳动所得比重比较低 ,也就是可以推断出劳动收入比重同该

国的非农业与农业比重也呈正 U 型关系 ,这在回归结果 (4) 中有所体现。第四个推测是政府的经

济干预程度以及该国的开放程度 ,可能对初次分配的格局造成一定影响 ,是需要我们进行控制的变

量。特别是关于经济开放程度 ,根据 Harrison (2002)的研究 ,经济开放往往意味着资本的流动 ,资本

的重置成本下降 ,资本方更具有谈判能力 ,导致劳动份额降低。

根据这四个推测我们进行了计量分析 ,分析的因变量是根据联合国数据得出的劳动所得比重。

由于这个变量是在 0 至 1 之间波动 ,将对计量分析带来偏差 ,因此我们对其进行 logistic 的转换。我

们把劳动份额 share 调整为 shareΠ(12share) ,然后取自然对数 ,把因变量的变化范围映射到 ( - ∞, +

图 8 　logistic 变换

∞) (见图 8) 。在进行 logistic 转换之后 ,模型的整体拟和

性将显著提高。

计量模型为

�y i = α +β3 �x i + γ3 dummyi + ui , i = 1 ,2 , ⋯, N

其中 �y i 为经过 logistic 变换之后的 i 国各年劳动份额的

平均值 ; �x i 为一组控制变量 ,包括人均 GDP、非农业相对

农业比值、固定资产投资、政府消费等 ;β为一个向量。为了进一步控制国家的性质 ,我们引入前社

会主义国家哑变量以及中国哑变量 dummyi 。

由于联合国数据中很多国家有年份缺失 ,并且联合国数据中每个国家内部的变化不大 ,因此我

们认为尽管联合国数据可以进行标准的面板数据 ,但这种面板数据用组内固定效用回归效果非常

不理想 ,因为因变量在组内的变化太小 ,因此我们分析的重点放在了国与国之间的组间分析。由于

各国的有效数据的年份不统一 ,我们对样本数进行了加权。表 3 列出了我们回归的结果 :

表 3 跨国数据回归结果

变量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回归 3 回归 4

Log(人均 GDP) - 2. 26333 (0. 67) - 2. 26333 (0. 67) - 2. 27333 (0. 68)

Log(人均 GDP)平方项 0. 13333 (0. 04) 0. 13333 (0. 04) 0. 13333 (0. 04)

Log(非农产业Π农业) - 0. 33333 (0. 11) - 0. 33333 (0. 11)

Log(非农产业Π农业)平方项 0. 0433 (0. 02) 0. 0433 (0. 02)

固定资产投资ΠGDP( %) - 0. 0233 (0. 01) - 0. 0233 (0. 01) - 0. 0233 (0. 01) - 0. 0233 (0. 01) - 0. 0233 (0. 01)

政府消费Π私人消费比重 ( %) - 0. 61 3 (0. 37) - 0. 62 3 (0. 37) - 0. 60 3 (0. 37) 0. 18 (0. 42) 0. 18 (0. 41)

FDIΠGDP ( %) - 0. 003 (0. 003) - 0. 003 (0. 03) - 0. 003 (0. 03) 0. 0001 (0. 001) 0. 0001 (0. 001)

外贸总额ΠGDP ( %) 0. 002 (0. 001) 0. 002 (0. 001) 0. 002 (0. 001)

前社会主义国家哑变量 0. 03 (0. 87)

中国哑变量 0. 34 (0. 42) 0. 07 (0. 88)

样本数 1620 1620 1620 1749 1749

R2sq 0. 22 0. 23 0. 22 0. 20 0. 20

Prob > F 0. 0009 0. 0015 0. 0019 0. 0008 0. 0019

　　注 :结果由 stata 统计软件计算得到。回归结果中均已把常数项省去。R2sq 为只反映组内差别的 between effect R2sq。3 、33 、333分

别表示在 10 %、5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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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回归的结果 (1)得到 ,经济发展指标人均 GDP 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均显著 ,同时一次项小于

零 ,二次项大于零 ,这在图形上表现为开口向上的抛物线。这表现了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份额呈 U

型关系 ,同时可以计算出 U 型的最低点约为人均 GDP 6000 美元 (2000 年购买力平价) 。① 同时可以

发现这种变化也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见回归 (4) 。在其他控制变量

上 ,我们发现投资比重、政府力量与劳动份额呈现反向关系 ,对于经济开放度则没有获得显著结果。

这一分析中我们引入的两个哑变量 ———前社会主义国家哑变量和中国哑变量 ,见表 3 回归 (2) 、

(3) 。我们发现这两个变量都不够显著 ,也就是说根据中国经济发展水平 ,中国国民收入中的劳动

份额基本符合国际发展的一般规律 ,正处于 U 型的左半支的下降阶段。

413 　基于微观数据的分析

在对经济一般规律分析之后 ,我们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做的 2000 —2004 年度 1000 个

企业的调查问卷 ,对国内工业经济进行一定分析。从图 4 上看出 ,不同行业的比重差别比较大 ,这

与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是相吻合的 ,资本密集度高的重工业劳动份额比较低 ,而轻工业行业劳动份额

比较高。

微观层次劳动份额的控制变量包括 :一是生产技术 ,资本密度高的行业劳动份额比较低 ,我们

用人均资本量作为控制变量 ;二是企业盈利状况 ,当企业盈利水平比较高时 ,劳动份额可能较低 ,因

为和资本所有者相比 ,劳动者对于利润分配的影响力是比较低的 ,我们用企业利润率来衡量 ;三是

税收水平 ,税收水平与劳动份额有反向关系 ,当政府税收比较高时 ,劳动份额会受到影响 ;四是工人

谈判能力 ,工人的谈判能力与劳动份额是正向关系。关于工人的谈判能力 ,我们采用了“人均工资

水平”和“产生纠纷在企业内部或外部解决”② 哑变量来表示。选择“人均工资水平”的原因是 ,人

均工资水平比较高 ,代表工人的整体素质比较高 ,谈判能力相对高。选择“产生纠纷在企业内部或

外部解决”是因为 ,工人与管理层发生纠纷能在企业内部解决 ,则代表工人的谈判能力比较强 ,需要

上诉到法院或政府等外部管理层 ,则表明该企业的劳动者的谈判能力较弱 ,无法掌握企业裁判权

利。计量模型为 :

�y i = α+β3 �x i + γ3 dummyi + ui , i = 1 ,2 , ⋯, N

其中 �y i 为经过 logistic 变换之后的企业 i 的各年劳动份额的平均值 ; �x i 为一组控制变量 ,包括人均

资本量、税前收益率、所得税Π企业税前利润、人均工资等 ;β为一个向量 ;同时我们引入国有企业哑

变量以及纠纷解决方式哑变量 dummyi 。

表 4 给出了我们微观分析的结果。这一结果证实了劳动份额同人均资本量、资本税前收益率

及税收比重成反比 ,同人均工资水平成正比 ,同时证明了工人的谈判能力越强 ,劳动份额越高。而

国有股比重的系数估计值为负 ,其可能的原因是机械行业的国有企业比重比纺织行业高 ,国有企业

更多地代表了资本密集行业 ,劳动份额水平较低。

为了分析 2000 —2004 年劳动份额下降的原因 ,我们对样本进行了计量分析 ,分析在 2000 年至

2004 年企业利润高低对劳动收入的影响程度 ,以此来推断的谈判能力的变化趋势。劳动者所获得

的利润分成越来越少 ,则表明工人越来越倾向于获得固定工资 ,对于企业亏损不负责 ,而对于企业

的盈利也缺少分配权利 ,资本所得者越来越担当承担风险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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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企业调查问卷中 ,对于问题“职工与企业管理层发生的纠纷主要通过哪些方式解决”,如果选择“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

“企业内部党组织”解决 ,则视为企业内部解决 ;如果选择“仲裁机构”、“上级政府”或“法院”解决 ,则视为企业外部解决。

世界银行在 2007 年 12 月公布的《国际比较计划》里下调了中国的购买力评价下的 GDP ,按调整后的口径 ,我们推算 2007

年中国的人均 GDP 约为 5400 美元 (2000 年购买力平价) 。若采用名义汇率下的 GDP 进行分析 ,得到的转折点约为人均 GDP3000 美

元 (2000 年名义汇率) ,2007 年我国的人均 GDP 约为 2300 美元 (2000 年名义汇率) 。



为了检验这一结果 ,我们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将人均工资与企业利润进行分析 ,并用时间

趋势项验证交叉变量 ,分析企业的人均工资同人均税前利润之间的关系以及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同

时对人均资本量以及国有资本比重等变量进行了控制 ,模型如下 :

Wageit = αi +β0 +β1 Prof itit +β2 Prof itit 3 t + ∑
M

k = 1

γk xkit + uit

表 4 微观数据回归结果

变量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回归 4

Log(人均资本量) - 0. 69333 (0. 04) - 0. 70333 (0. 03) - 0. 69333 (0. 04) - 0. 69333 (0. 04)

税前收益率 ( %) - 0. 00133 (0. 0003) - 0. 00133 (0. 0003) - 0. 00133 (0. 0003) - 0. 00133 (0. 0003)

所得税Π企业税前利润 ( %) - 0. 68333 (0. 13) - 0. 67333 (0. 13) - 0. 67333 (0. 13) - 0. 68333 (0. 13)

Log(人均工资) 0. 83333 (0. 06) 0. 84333 (0. 06) 0. 82333 (0. 06) 0. 83333 (0. 06)

国有股份比重 ( %) - 0. 50333 (0. 17) - 0. 53333 (0. 16) - 0. 50333 (0. 17)

国有股哑变量 - 0. 40333 (0. 14)

产生纠纷由工会解决哑变量 0. 13 3 (0. 07)

产生纠纷法院诉讼哑变量 - 0. 02 (0. 06)

样本数 3787 3971 3787 3787

R2sq 0. 34 0. 33 0. 33 0. 33

　　注 :结果由 stata 统计软件计算得到。回归结果中均已把常数项省去。R2sq 为只反映组内差别的 between effect R2sq。3 、33 、333分

别表示在 10 %、5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计量结果见表 5。从表 5 中看到 ,人均税前利润和时间趋势的交叉项显著为负 ,这表明 2000 —

2004 年间 ,劳动者所分配到的企业利润和承担企业亏损的比重都在逐步降低 ,企业的经营风险更

多是由出资方承担 ,而劳动者更加趋向于获得较为固定的工资收入 ,在企业利润分红中的谈判能力

在逐步下降 ,这也是导致企业总收入中劳动份额逐步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 5 利润比重分配回归结果

变量
人均工资 (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回归)

回归 1 回归 2 回归 3 回归 4

人均税前利润 0. 04333 (0. 01) 0. 04333 (0. 01) 0. 01 3 (0. 01) 0. 01 (0. 01)

人均税前利润 3 时间趋势项 - 0. 007333 (0. 002) - 0. 007333 (0. 002) - 0. 00333 (0. 001) - 0. 00433 (0. 002)

国有资本比重 ( %) - 0. 85 3 (0. 46) - 0. 60 3 (0. 37)

Log(人均资本量) 5. 86333 (0. 31) 6. 00333 (0. 32)

样本数 4626 4434 4442 4258

Prob > F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注 :结果由 stata 统计软件计算得到。回归结果中均已把常数项省去。R2sq 为只反映组内差别的 between effect R2sq。3 、33 、333分

别表示在 10 %、5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五、总 　结

在本文中 ,我们试图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系统地揭示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劳动份

额演变的一般规律 ,并由此理解中国经济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过去十几年来不断下降的深层原因。

我们发现 ,经济发展过程中 ,在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变化呈现 U 型规律 :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 ,

劳动份额下降 ,但在经济发展的后期 ,劳动份额则不断提高 ,这一发现同时也为库兹涅茨关于个体

收入差异的“倒 U 曲线假说”理论提供了更深层次的解释。

为什么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会出现 U 型规律 ?我们的理论解释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劳

动力在不同部门间的转移是有摩擦的 ,摩擦力大于资本的运动所面临的阻力 ,因而劳动力转移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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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资本的转移速度。这一结果一定是劳动力获得的回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低于其边际产出 ,而

资本恰恰相反。所以劳动收入份额在经济发展初期一定是下降的。当劳动力转移逐步完成 ,劳动

收入份额会开始上升。为此 ,我们给出了一个简约的经济学模型证明了这一结论。

我们的实证检验表明 ,中国经济符合 U 型规律 ,目前处于劳动份额的下降期 ,即我们处在跨国

比较中的 U 型曲线的左边。这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与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经济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

明显偏低 ,而且不断下降。同时通过实证分析 ,我们发现导致中国经济劳动份额下降的其他因素还

包括工业比重的变化和资本回报率上升。而近几年来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推进 ,资本所得者

对企业盈利分配的谈判能力上升较快 ,因此盈利水平提高 ,劳动者在企业盈利后谈判能力下降 ,也

导致了劳动收入的比重下降。

本文的一个直接推论是 ,中国经济未来两年左右劳动份额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会进入上升通

道 ,未来两年左右完全有可能达到人均 6000 美元水平。这里值得特别说明的是 ,虽然我国部分大

城市例如上海等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了这个水平 ,但由于各城市间的劳动力是流动的 ,所以即使个

别城市人均收入超过了我们所计算出的转折点 ,但由于城市并不是独立的经济体 ,所以不会单独出

现上升趋势。我们认为本文更为重要和有意义的推论是 :既然中国经济初次分配的演变符合经济

发展的一般规律 ,那么面对目前劳动份额下降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关问题 ,一个科学的、实事求是的

态度是依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调整经济结构 ,促进服务业发展 ,完善劳动经济制度 ,健全高效、

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市场经济劳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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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 Curve of Labor Share in GDP dur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David Daokui Lia , Liu Linlina and Wang Honglingb

(a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 Tsinghua University ; b : Institute of Economics , CASS)

Abstract :Labor share in GDP is key to understanding income distribution , it is a foundation for analyzing investment , savings ,

and consumption in an economy , also reveals microeconomic behavior of the economy. This paper is to document the evolution of

labor share in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to explore possible explanations of the evolution of labor share. Labor share in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been decreasing and is lower than thos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In our study , we find labor shar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seems to follow a U shaped curve , the lowest point is USD 6000 per capita PPP (2000 constant) , the Chinese

economy seems to follow this pattern so far , and other factors affecting labor share in China include industry structure and laborπs

bargaining power. We suggest a theoretic model to explain the U shaped curve : the labor forces are different from capital , which

have friction in the transfer period between different sector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transfer period , the income of labor in the

industry sector is lower than the marginal production , so the labor share is decreasing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economy

development . When the labor force transformation is almost complete , the labor income share will increase. In our study we expect

the labor income share will rise in two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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